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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社会影响评价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

而言在我国发展的相对滞后状况，提出当前发展的

重要时代意义，并探讨关于其范式界定、评价变量

选择以及和公众参与的关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最

后提出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未来发展展望。

Abstract: With a view of the lag of development of
SIA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elative to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IA, and discusses some specific
problems about its appropriate paradigm, assessment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etc. Finally,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A in
China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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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环评看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积累，我国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

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包括评价范围、原则、程序、方法和技术

等。在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明确要求对国土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区域、流域、海域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工业、

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10类专

项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由此，不但将环境影响评价上升到法律高度，而且首次将

规划环评纳入评价范围，并赋予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被誉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

重大完善（潘岳，2005）。

然而，审视整个环评法中，尚无“社会影响”的内容，有关社会部分的内容也仅限

于对公共参与的程序性要求。可以说，与当前逐步完善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比，社

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所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法律保障、评价

标准和方法，以及专业化的管理、评价机构都较为缺乏（王朝刚，李开孟，2004；伍跃

辉，2005）。而且，目前国际上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重点已逐步向战略评价环节转移，

强调从整个决策链（战略、政策、规划、计划、项目）的源头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

（Bulmer，1983；Burdge，Vanclay，1995；Becker，1997），而我国绝大部分的理论探

索和实践应用都还集中于项目评价。

2  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意义

回顾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中，长期以来以财务和经济评价为主，很少

关注社会层面的影响，即使可能出现整个邻里社区的迁移、传统社会网络的摧毁等将

对当地居民生活和工作方式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普遍观点也是认为项目带来的巨大

经济效益可以弥补这些影响，而不论这些经济效益中有多少是真正为受损群体所享

有。或者，即使开展了所谓的社会影响评价，也以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社会效益分析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更多体现为经济评价的“附属品”（朱东恺，2004），并且往往容易受

到传统投融资体制下审批制度的影响，出现虚设、夸大社会效益，以增加项目“可行

性”和“可批性”的现象（王朝刚，李开孟，2004）。

随着当前政府职能转化和投资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对于投资和建设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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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开始逐步集中于公共投资（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规划和基础

性项目）以及涉及重大经济、社会、生态影响的私人投资项目，

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

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核准[1]。这

些重大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由于涉及对地方自然、生态、历史、

文化、社会风俗等具有“公共产权”性质资源的重新调整和分配，

往往对当地甚至更广泛区域的社会形成重大影响（例如奥运会或

博览会的场址规划，将可能对整个举办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带来持续数十年的影响[2]）；另一方面，当前不断凸现的拆迁移

民等社会问题也显示，一项规划或建设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

度上将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环境适应和接受程度的制约。

可见，面向当前我国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进程，通过预

测、评价项目与当地社会人文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适应程度，

将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对社会因素的关注纳入决策过程，指导

提出更加科学合理及社会可接受的建议，将有助于提高决策质

量，尽早预防、避免或缓解消极的社会影响或社会问题，并为项

目地区的人口提供更为广阔和可持续的发展机遇。

推动社会影响评价机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建设项目本身

的重大意义，如保障项目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规避或化解

社会风险从而提高项目整体效益，促进项目评价与国际接轨从而有

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等（塞尼，1997；王朝刚，李开孟，2004）；更

重要的是，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和完善政府职能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落实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

二战后至今，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

到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核心、再到当前经济、政治、社会和生

态全面协调的综合发展观的演变历程（袁方，1995）。社会影响评

价强调将全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原则纳入干预行动的决策过程，

成为落实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指导实践干预活动的有机联系。

强化政府对公共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职能

随着当前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

重点从市场前景及项目盈利能力等属于企业自主决策的问题，转

移到项目的公共性、外部性等问题（孔令龙，2004）。政府作为社

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需要分析监控项目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间

接和直接、短期和长期、有形和无形、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保障

成本和效益分配中的社会公正原则。

提升在干预行动决策阶段预防和缓解城市社会问题的重要职责

面对城市开发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冲突，仅仅

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救性措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的，而且项目施工阶段的执行主体是房地产开发商、拆迁公司

等经济实体，必然以营利为目标，因而需要从干预行动的源头入

手，即在项目规划和立项等政府决策阶段，通过社会影响评价予

以关注，并提出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

3  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中的具体问题

3.1  社会影响评价的范式界定

上述发展背景对于开展全面社会影响评价的要求，是单纯基

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评价方法难以胜任的。目前国际上普遍推行的

是一种基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的评价方法，它主要在1970年

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并已被美国、欧盟以及大多数国际机构

（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广泛应用于社会影响评价领域，

也被视为当前我国社会影响评价发展的主要参考模式（社会评价

课题组，1997；向清，1997；王朝刚，李开孟，2004）。

这种社会学范式的评价方法应用于不同国家和机构的评价工

作中，又拥有不同的称谓和存在一定差异的内涵，例如常见于美

国的“社会影响评价”（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英国的“社会

分析”（Social Analysis），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社会评价”

（Social Assessment）（向清，1997）。笔者认为，尽管称谓不同，

但其核心内容都是强调通过识别、监测和评价所规划干预行动

（政策、计划、规划、项目）带来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积极或消极

的社会影响及社会变化过程，促进利益相关者对干预行动的有效

参与，从而优化行动实施方案，规避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

（IAIA，2003；王朝刚，李开孟，2004），因而相对于前一范

式，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评价（向清，1997；徐莉，柳瑞禹，

1999）。

上述概念的差异主要源于各国和机构发展社会影响评价的制

度和技术背景的不同。例如，美国的社会影响评价最早以1969

年国家环境政策法令（NEPA）的规定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组成部

分，后来才逐步推广并独立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城市建设、土地

资源管理、对外援助等项目中，因而社会涵义较为广泛，涉及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福利、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通常需

要多学科专家的协同合作（ICGP，1994）；而社会评价作为世界

[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20号文件

[2] 根据国际奥委会OGGI（Olympic Games Global Impact）评估项目的要求，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每个奥运会主办城市都要在奥运会结束后两年内提

交OGGI评估报告。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对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评价工作，并于2005年9月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初始报告；同期，英国普华永道公

司（PwC）受英国文化部和伦敦开发署委任，完成关于伦敦2012年奥运会的《奥运影响研究》报告。上述报告中，社会影响评价都作为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价和监测时间跨度达十余年。参见：郑杭生. 奥运理念的发展和奥运会总体影响研究. 人文奥运网，2004-07-12. Http://www.c2008.org/index.asp；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Olympic games impact study (final report). December 2005. Http://www.culture.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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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等国际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旨在分析项目对受影响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生活

方式、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项目

实施和达到预期目标的作用，最终意图在于缓解外来投资项目的

技术内容和管理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较大反差

（社会评价课题组，1997）。

因此，探讨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具体借鉴上述何种

称谓的类型模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需要结合我国特定国情和规

划体制背景，制定适宜的评价方法。

3.2  社会影响评价变量的界定

“社会影响”作为社会影响评价的对象，是指任何公共或私人

行为的后果，带来人们生活、工作、游憩活动中相互关系和组织

协作方式的改变，以及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如规范、价值观、信

仰的改变，从而指导他们对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形成，并使其合理

化（ICGP，1994）。一般广泛涉及对审美、考古、社区、文化、

人口、经济、性别、健康、原住民、基础设施、制度、政治、贫

困、心理、资源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Vanclay，1999a）。

关于社会影响的评价变量和指标体系，各国学者和机构都已

拥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影响评价指导方针和原则

国际组织委员会（ICGP：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1994）提

出5大类共32项社会影响评价变量。

（1） 人口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密度和变化；种族和宗教

信仰的分布状态；移民；流动人口；季节性居民；

（2）社区和制度化的结构体系——志愿组织；社团活动；地

方政府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历程；就业/收入特征；弱势群体的

公平的就业权利；地方/区域/国家的联系；产业/商业的多样性；

规划和区划活动；

（3）政治和社会资源——权利和权威的分配；新移民和原住

民的冲突；资金的证明/鉴定；感兴趣和受影响的政党；领导能

力和特征；国际组织的合作；

（4）社区和家庭的变化——对风险、健康和安全的感知；对

迁移和拆迁的关注；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信任；居住的稳定性；

相识的密度；对政策/工程的态度；家庭和友谊网络；对社会福

利的关注；

（5）社区资源——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变；本地人口；土地利

用方式的改变；对文化、历史、宗教和考古学资源的影响。

其他还有如Taylor等人（1990）提出的4类变量（人口变化；生

活方式；态度、信仰和价值观；社会组织），Burdge（1994）提出

的5类变量（人口影响、社区和机构安排、地方居民与新移民的冲

突、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影响、社区基础设施需求），以及影响评

价国际协会（IAIA，2003）总结的8类变量（人们的生活方式、文

化、社区、政治系统、环境、健康和福利、个人和财产权利、担

心和期望）等。

针对国内不同的行业领域和规划建设项目，应在借鉴国内外

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探讨适宜的变量研究体系。尤其需要注意以

下主要问题。

指标选择应基于地方特点并贯穿评价的全过程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仅仅依靠事前的、外来的“专家判

断”，而不是去理解一个正确的研究过程，这种忽视特定社会文

化背景和当地公众选择的决定几乎是不可行的（B u r d g e ，

Vanclay，1995）。正如上述各项指标体系的提出者，在其列表之

后都坦然提出不可能详尽列出社会影响的所有变量指标——考虑

到社会影响是作为不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以及

项目场景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各专项规划普遍具有很强的行业

特色，需要考虑的指标范围也难以统一。因此，指标的选择和界

定需要贯穿于整个评价过程，并随着对项目环境认知的逐步深入

而不断调整完善。

区分社会变化和社会影响

基于影响价值链的分析可见（见图1），评价中所关注的社会

影响并非包括所有的变化结果（即图中的“产出”），而仅指“受规

划活动作用的、将对目标对象产生影响的结果”（ICGP，1995；

Vanclay，1999b）。而很多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都是描述社会变化

过程的变量，其实并不能作为社会影响的完全表征。例如，在大

部分评价指标体系中都将人口的增加、临时性工人的出现等作为

社会影响的评价指标，但它们其实都不能作为社会影响的评价指

标，因为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它们才可能导致住房短缺、社区

社会结构分裂等特殊影响。因此，这些描述社会变化过程的要

素，依赖于研究对象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控制得当，影响

可能不会存在。

区分有 / 无规划状态下的社会影响

根据影响价值链中社会影响的另一个特征（即“受规划活动作

用”），需要清晰区分规划与非规划活动作用下的社会影响。任何

社会对象都始终处于与周边环境互动变化的过程中，因而影响形

图 1  影响价值链

资料来源：Clark 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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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原因既包括规划活动，也可能包括其他因素，例如，由于更

广泛区域背景的变化（如宏观经济增长或政策调整带来人们福利

水平的普遍提升）或周边地区的发展（如邻近地区大规模办公设施

的入驻，带来当地设施服务的短缺）所带来的影响，需要与规划

项目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有所甄别。

明确简单统一的评价准则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

较为庞大的、面面俱到的评价变量和指标体系。但应认识到，评

价工作的最终任务是明确提出主要的潜在影响和修正意见，因

而，对于那些通常缺乏统一量化标准的社会影响变量，需要确定

一个简单适用而又能实现综合统一的评价准则。参考世界银行和

Branch等（1997）提出的评价标准，对于规划或建设项目社会影响

的最终评价，建议缩减为几个简洁的核心问题（见表1），如项目

是否公正？是否可持续？与地方的互适性如何？

3.3  社会影响评价与公众参与

当前，国际上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趋势是从原来的专家决策

转化为一种大众影响决策的社会参与过程（Creighton，1983；

Yankelovich，1991；Becker等，2003；于哓刚，2005）。公众参

与应贯穿社会影响评价的全过程，并广泛吸纳各利益相关的社会

群体、组织和个人，包括社会影响评价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

员、规划制定人员、相关专业专家、受影响群体、非政府组织、

开发商（建设者）、资金商以及发展机构（如国际援助组织）等。

这种参与式的社会影响评价，尊重并承认受影响群体对他们

亲身所受影响进行评价的权威性，将有效促进评价的针对性和说

服力。其基础就是要求规划、评价与管理人员真正参与到和当地

群体的对话、协商中（Yankelovich，1991）。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强调评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但两者并

非等同（Creighton，1983）。例如，公众参与的组织者与社会影

响评价人员所关注的重心往往存在差异，前者多关注有组织的利

益群体和政治权力，而后者则更关注社会整体，因而，参与过程

中获得的信息并不能全面作为社会意见的真实代表。所以，公众

参与应作为贯穿评价过程的重要环节和保障信息沟通的有效手

段，评价人员需要站在推进整个项目顺利进行的更高视野，而决

不能以参与为全部。这也意味着，公众参与并不能作为社会影响

评价的完全代表。

4  未来发展展望

影响评价国际协会（IAIA，2003）在其报告中特别强调，一

个好的社会影响评价，需要认识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项

影响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任何领域的变化都可能引发其他领域

的变化。因此，尤其在大规模的规划项目中，建议实现社会影响

评价与其他影响评价的协同开展。

其他相关的影响评价，包括经济影响评价（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风险和灾害评价（Risk and Hazard Assessment）、技术评价

（Technology Assessment）、健康影响评价（Health Impact

Assessment）、文化影响评价（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等。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社会影响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结合，

即环境社会影响评价（ESIA）。例如，在最早明确环评法律地位

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令（NEPA，1969），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

构（JICA）的《考虑环境与社会影响指导大纲》（2004）中，都提出

需要评价的人类环境既包括大气、水、土壤、生态系统等“自然

和物质环境”，也包括美学、历史、文化、健康等层面的“社会人

文环境”。

不过，在具体操作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评估主体的资

格确认问题。环境影响评价与社会影响评价所需要的专业理论和

方法差异较大，是否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分别开展评价？其次，

由于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量化的特点，带来评价标准的界

定问题。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门槛值而行使一票否

决权，而对于地方差异性较大的社会影响应如何设定规范或否决

标准？环境与社会（甚至与经济）层面的效益或影响之间如何设立

比较权重？在绝大多数国家，最终往往是以环境影响的程度作为

是否开展深入评价或行使否决权的判断标准，从而导致社会影响

表1  社会影响评价的基本评价准则

社会公正

原则

社会可持续

原则

互适性原则

公正原则：确保项目实施不会加剧地区或群体间的不

平等现象，尤其关注儿童、失业群体等弱势群体；

成本负担：社会成本应被视为干预成本的一部分；

效益获取：确保项目收益确实为目标受益人获取；

补偿原则：探讨各种可行的规划方案，尽可能避免或

减少群体利益受损；如果影响不可避免，则尽可能使

受损群体能分享项目效益；应全面考虑缓解影响的各

种可能措施，即使受影响群体赞成规划行动，或被视

为受益者；

多样性原则：充分认识和尽可能保护地方社会、经济

和文化等特征的多样性；

预防原则：尽可能通过修正规划方案避免影响的产

生，如果影响不可避免，应探讨可持续的缓解措施；

优化原则：社会影响评价应不仅限于在经济效益和社

会成本之间的仲裁手段，还应有助于决策最优的发展

方案；

协作原则：强调多部门间的协商与合作；

社会学习：在规划方案制定和影响评价中，都需要充

分考虑并尊重地方性知识、经历和文化价值观；

民主原则：应充分考虑社会群体对项目的意愿和接受程

度，任何侵犯社会群体人权的手段和过程都不可接受；

公众参与：规划行动的决策应尽可能接近各类利益相

关群体。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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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退缩为环评的构成内容，在评价质量和影响效力上都相对不

甚理想（Momtaz，2005）。其中，往往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仅

将社会影响作为生物物理系统影响的一个过程要素，而忽视其与

之对等的重要地位和连锁作用（见图2）。

因此，1980年代以后，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影响评

价逐渐独立于环境影响评价。现在的发展重点由项目评价

（project assessment）转向战略评价（strategic assessment）（Becker，

1997）。

此外，还有人试图将社会和经济影响评价相结合（SEIA），

但事实显示存在相当难度，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令（NEPA）中亦

提出这两部分截然不同（Barrow，2000）。近年来，健康影响评

价和文化影响评价逐步兴起，可以视为社会影响评价中的领域拓

展，也经常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要实现社会影响评价与其他影响评价的整合，尚

需要在制度和技术上的进一步探索。针对我国的特定情况，可以

考虑先采用环境社会影响评价的形式，或在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中

增加社会因素评价作为组成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和总

结，待社会影响评价的方法、指标和评价主体逐步发展成熟和完

善后，再形成独立的社会影响评价体系、评估制度和审核主体。

至于在具体实践工作中，对于各项影响评价之间合作方式的

选择，需要根据现有法规、资源、技术和能力等条件加以权衡：

● 根据法律、规范、契约或资金的要求。如果各要求之间出

现冲突，则需要和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协商决定；

● 根据快速社评中所界定社会问题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如果

拥有较大范围和较高复杂度，则需要独立的社会影响评价；

● 当各项评价活动进度表难以取得一致，或技术整合、统一

领导等协调力量尚不完善和成熟的时候，建议采取多团队协作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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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物物理和社会影响的相互联系

资料来源：Slootweg，van Schooten，Vancla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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